
 

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

田 毅 鹏

摘    要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网格化管理看作以管控为目标，依托于行政科层力量下沉到社区的一

种带有极强刚性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认为网格化管理的直接后果在于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和基层社会

治理的板结化。但事实上，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网格化不是一个封闭不变的模式和体系，自

新世纪初产生以来即不断吸纳“组团服务”“三社联动”“三长制”等地方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实现了网

格化管理多重形态的转换。与初期重管控不同，网格化治理的实践者努力将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等柔性治理元素纳入到网格化系统之中，使得网格化的存在形态和特质根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由

此，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关键词    网格化管理 形态转换 网格化治理 基层治理升级

作者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1)03-0125-08

 

作为发端于新世纪初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一开始，便引发了学术界空前

激烈的论争。誉之者肯定其管理功效，称之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妙药”，批评者则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推

进，导致社区走向行政化，抑制了基层社会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将网格化管理模式置于近

20 年来中国基层社会由管理向治理转化的过程中来加以审视，便会发现，网格化不是一个固化不变的僵化

模式，而是一个因时变动，不断从外部世界汲取新元素的开放系统。在其形成、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不断

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中汲取经验，并进行理论提炼，以推进自身存在形态的转换。网格化管理形态

的变动一方面体现出基层社会所具有的治理的自我调节力；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新时代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

理的升级和转向。本文试从上述研究视角出发，围绕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展开探讨，并试图在此基础上

探索新时代社会治理升级的具体路径和进程。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中国基层社会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围

绕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及实践运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实验和探索。在诸多实践模式中影响最为深

远，争议最为激烈，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应首推网格化管理。 

 （一）网格化管理的起源及其特质
在网格化管理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网格化管理起源于 2003 年

的上海，主要是上海市政府为抗击“非典”，基于“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

实践探索出网格化管理模式，并运用此方法成功地阻击了“非典”。在取得抗击“非典”胜利的基础之

上，2004 年上海市正式提出“网格化管理”的概念，并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 2004 年工作要点》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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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重要内容下发。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网格化管理 2004 年起源于北京东城区，其直接背景是东城区

为迎接奥运会，加强城市管理而探索出“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城市部件网格管理法”等，②在社会上

产生了强烈反响。网格化管理产生后，迅速在全国各地推广，并逐渐与新世纪初启幕的城市社区建设产生

亲和性，二者逐渐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基层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热潮，成为基层

社会管理最为基本的方法，以至于“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

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③

网格化管理在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禀赋和特点，主要表现在：

 （1）管控性。通过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和社区网格管理人员的“绑定性下沉”，对社区网格范围内人、

事、物展开巡查和处置，实现覆盖性管控；（2）覆盖性。我们之所以使用“网”字来比喻网格化，主要是

因为网格具有极强的覆盖性，有人将其比喻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能够实现

全覆盖，并及时发现基层社会中存在的问题；（3）链接性。所谓链接性，主要是指网格体系中包括基层政

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多元主体，通过网格体系能够建立起一种带有实质性的工作协

作、反馈和责任追索的链接，使得政府各部门之间、基层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都建立起一种带有实

质性意义的联结关系；（4）应急性。网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城市遭遇危机、紧急事件或大型活动，在此背

景下，网格化乃是应急而生，其应急功能极为凸显。但当其应急效果初显后，随着危机的逐渐解除，遂演

化还原为一种常态性制度设计；（5）技术性。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网格化管理之所以得以迅速推广

并产生如此深远的社会影响，与以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科技力量的支撑密不可分，无论其链接性还是覆盖性

基本上都是依托于技术支持，方才得以实现的；（6）理解网格管理，其关键之处还表现在一个“化”字

上，“化”字的妙用在于，网格管理不是静态封闭的，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更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

网格化管理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新的带有社会创新意义的社会元素会不断汇聚到网格化管理的体系中。总

之，网格化管理的“这些功能，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

量和系统的管理”。④极大地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绩效。 

 （二）学界对网格化管理的争论和探讨
网格化管理在其发轫之初，便显示出其融管控性、技术性、覆盖性、链接性等于一体的突出优势，受

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但其运行过程中也表现出一些缺点和局限，社会各界对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批评和质疑

之声不绝于耳。笔者在 2011 年撰写的一篇关于网格化研究的论文中即提出：“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治

理的一种创新方法，网格化管理在打造‘数字城市’及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表现出诸多优势，对城市

基层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变革亦产生重大影响。但在网格化推进过程中却蕴含着运行成本过高、持久

性不强、弱化社区自治、网格泛化等风险。”⑤稍后学界围绕着网格化管理的优点和缺憾亦展开了持续性

的争论。在争论中，誉之者称之为“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世界级案例’”⑥，而批评者则认为，基于管

控而衍生出的基层社会管理技术抑制了社区的社会活力，使得社区治理走向“板结化”。其中，批评质疑

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网格化管理的管控对社区治理活力影响等问题上。因为从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的

角度看，作为行政科层权力下沉进入社区的主要途径，网格化管理以管制替代治理，必然导致社区治理的

科层化和行政化。通过网格，基层政府诸多部门将其自身部分工作任务输送下沉到社区，使得社区专注于

网格而荒疏了与社区居民真实的互动。可见，学界对网格化持批评态度的重要背景在于，网格化管理模式

进入到基层治理体系后，可能会因其对秩序的过度追求而对基层治理活力造成严重损伤。除此之外，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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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进入社区，还会造成社区居委会工作重心的偏移，导致社区治理趋于表面化、浅层次化、运作成本

过高等等。毫无疑问，上述批评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上的合理性。面对日趋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的

新格局，网格化管理必须努力克服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局限，积极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的经验中提炼出

有价值的经验模式，及时做出对应性的改变。实际上，网格化治理正是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过程中实

现了其自身形态的转换和改变。 

二、网格化治理形态转换的演进轨迹

就在网格化管理持续探索和推进的同时，我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如火如荼地展开，形成了

诸多有特色的地方经验和模式。这些探索经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调整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

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概括中，网格化管理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转换和提升。可见，虽然城市网格

化管理的发生尚不足 20 载，但面对中国基层社会复杂的转型变迁和社会各界带有争议的种种评价，业已做

出了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将转型期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一）“组团服务”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柔性化变动
针对社会各界对网格化管理可能导致基层社会治理走向“硬化”的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率先启动将

 “服务”这一最具柔性治理特色的社会元素纳入到网格管理模式之中，使得网格化管理迈出形态转换的第

一步。2007 年，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即浙江舟山率先提出将服

务元素纳入到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之中，形成了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主题的“舟山经验”。具

体言之，舟山经验主要强调了以下两点：第一，在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广泛实施网格化管理；

第二，在网格化管理的系统中加入“组团服务”，这一民生服务元素将二者联组起来便形成了“网格化管

理、组团式服务”的新格局。在这里，所谓组团式服务主要是“根据网格划分，按照对等方式整合公共服

务资源，组织服务团队，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①为了推广舟山经验，

2011 年 8 月，浙江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意

见》，全面部署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明确规定：“划分网格要在坚持属地性原则的前

提下，把握好整体性和适度性原则。属地性，就是在行政村、城市社区所辖范围内划分网格，进一步细化

管理服务单元。整体性，就是行政村一般以自然村落、片组等为基本单元，城市社区一般以居民小区、楼

幢等为基本单元划分网格；相对独立的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务楼宇，以及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地等特定

区域，可以单独建立网格；机关企事业单位除规模较小的以外，也可单独建立网格。适度性，就是从便于

掌握情况、便于管理服务来考虑，合理确定网格划分规模，农村一个网格一般以 150 户左右为宜，城市社

区一般以 300 户左右为宜，山区、海岛等特殊情况应从实际出发来确定。”②

可见，舟山经验的突出贡献在于对网格化管理的内容和运作模式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拓展。如果说

此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以强调覆盖性和管控性为特征的，那么，舟山经验则将“组团服务”的理念和任

务纳入其中，从而赋予了网格化管理以柔性治理的色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网格化的第一次

形态转换定格在 2007 年到 2008 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

信息化管理、全方位覆盖、常态化保障”的要求，舟山市全面推行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

作，形成了“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创新了党在基层的执政方

式。③以此为标志，以民生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元素开始进入到网格化管理之中。对于率先将服务

纳入到网格化管理的舟山模式，学术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认为此种模式“无疑受到了‘无缝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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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启发。这主要表现在管理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以顾客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改变现有官

僚结构部门分割、职能重叠或缺位的状况，以无缝隙的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快捷和高质量的服务”。①而

且，舟山经验得到了党中央肯定。201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在表述基层社会治理的部分中，对于网格化管理作出准确概括：“坚持综合治理，

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

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

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②这是网格化管理首次出现于中央文件中。可见，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相结合

的舟山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以此为起点，网格化管理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即在保持网格化刚

性管理和覆盖性等固有特性的同时，开始呈现出柔性化特质。“整合基层各类组织资源，对应每个网格组

建相应的管理服务团队，全面承担网格内联系群众、掌握民情、改善民生、解决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

展等职责，并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搭建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从而为群众提供更为直接、高效的服务，提高

社会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③“ 社区网格化管理正是从基层社区管理服务碰到的矛盾出发，在街

道层面，突破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理顺了社区与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将原本高度分散的社区管理职

能下放到每一个网格，并明确了所在责任区负责人的职责和任务，从而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④ 

 （二）“三社联动”与网格化管理横向联结力的增强
新世纪初期，因基层社会力量尚在成长发育之中，基层社会管理实际上主要是依托街居体制展开的，

难免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导致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性”的严重缺失。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13 年

11 月，民政部和财政部下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健全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联动服务机制”。⑤以此为标志，民政部开始倡导“三社联动”，意

在增强基层社会管理的社会性，形成多元主体共建的新格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学术界将三社联动概括

为“在政府主导下，在社区治理中，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

 ‘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⑥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情况下，政府自然是作为“联

动”的发起者而存在的，政府不仅为“三社联动”提供政策支持，而且还要提供一定的资源。

从基层治理的整体演进过程看，“三社联动”对网格化管理形态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从表

面上看，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个依托于科层体系和社区自治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带有纵向管控特点的管理

体系，其作用力的方向主要是纵向的。而以“三社联动”为代表的社会治理则主要是在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这些带“社”字的主体之间建立起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关联和互动，其作用力则主要是横向的，

具有典型的平台化特点。由此，“三社联动”与网格化管理似乎是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但如果把网格

化管理放到社区治理的整体结构体系中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

联，而且，随着二者频繁的互动，“三社联动”的横向联结精神及联动力量逐渐渗透到网格化管理系统之

中，在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的同时，也导致网格化管理开始呈现出“平台化”的变化趋向。

 （2）如果说网格化管理的主要目标为发现网格中的事项及问题，那么，“三社联动”的任务则在于建

立起问题的解决系统，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补关系；网格长在网格中发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整体打

包直接交给政府，而是要纳入到整个社区治理体系中来加以解决的。“三社联动”体系的建立恰恰给社区

赋予了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这是对社区网格化管理能力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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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政府”到“网格化管理”》，《公共行政评论》2014 年第 4 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539 页。

③《支部活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2016 年 2 月 5 日，载人民网 www.people.com.cn

④韩浩等：《多地“网格化”社区，掀社会管理新变革》，《南方周末》2011 年 8 月 28 日。

⑤林顺利：《社会工作系统嵌入民政工作机制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97 页。

⑥参见郑蓉：《“三社互动”的协同治理：样态、效度及价值取向》，《浙江学刊》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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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三社联动”系统中最具基础性意义的“行动者”主要是网格长。在通常的情况下，网格长主要

是由以下两部分人员构成：其一是通过招聘程序纳入网格的专职网格长，虽然其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网格化

业务，但实际上还是要服从社区两委班子的领导和管理，介入一定数量的社区工作；其二是社区两委班子

成员以兼职网格员的身份进入网格。可见，无论是通过招聘渠道进入的专职网格长，还是由社区工作者以

兼职身份而进入网格的网格长，都要以其自身特定的身份介入社区工作，其身份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双重

性，其工作也就自然呈现出突出的交错性和交叉性，使得那些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能力和社区工作资质的工

作者加入到网格体系中，导致网格系统工作者的能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总之，“三社联动”元素的

嵌入，既有助于网格化治理体系中网格员素质的提升，同时更促进了网格化管理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如

 “天津对社区管理不断提出新要求，全面推动‘三社联动’−社区、社区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三者互联互

补互动，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在所有社区按照 300 至 500 户为一个网格，每个网格有 1 名网格员的标准配

齐社工，让每户居民的事务都有人管，实施首问负责”。①

以网格化管理、“三社联动”为主要代表的社区社会治理模式，使得基层社会治理资源走向统筹化和

联动化。进而对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具体的支撑。社会治理精细化是 2015 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的重要理论命题，其实践价值在于强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运用精确、细化、标准化、规范化、流

程化、信息化、量化 (数据化)、人本化、协同化、专业化的管理方法，使社会治理效果更加精准、服务效

果更加精致。”②“ 社会治理精细化”概念与网格化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关联。因为要想使社会治理达到

精细化程度，就必须使基层社区具备以下几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技术条件。如果没有一定的技术凭

借和支撑，想要达到“精细化”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其二，必须构建起一个带有覆盖性的治理和服务的

系统；其三，必须建立起一个基层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相衔接的机制。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有可能使社会

治理的精细化变为现实。 

 （三）“超级网格”：网格化管理的非常态治理
虽然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网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新世纪初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或大型活动高度

紧张的背景下，带有极强的应急性，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网格化管理基本

上是在常态意义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运行的，以至于我们似乎忘记了社会非常态背景下网格化管理是以何

种力度运行的。而当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在巨大的社会危机挑战面前，网格化管理也迅速随之升

级，以“超级网格”模式积极应对疫情，形成了网格化管理的升级版。

 “超级网格”是笔者在此前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概念。此概念的核心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常态−非

常态”二分式的研究分析框架，揭示网格化不同类型。循着上述思路展开分析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整个

社会面临疫情挑战，处于紧急状态的背景下，我国基层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实际上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

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和升级，即将常态意义上的网格化管理提升到一种“超级网格”的治理状态。此种

 “超级网格”对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形态转变产生了以下几点重要影响：（1）所谓“超级网格”，主要是

指网格内各种治理力量的汇集，形成了一种力量的“超级配置”，包括党政机关干部下沉力量、社区自治

组织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志愿者等，形成了一种多元力量的总汇合。在疫情袭来之际，基层政府

果断迅速地将常态意义上的社区网格升级为社区抗疫的“超级网格”，极大地提高了抗击疫情的力度。

 （2）网格化的结构及其性质。通过党政机关科层力量“绑定性”下沉到街居，构建起超级网格的“主

网”；同时还与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建立起密切协同关系，编织起社区超级网格中的“辅

网”。③（ 3）服务功能的扩张。在疫情严重，社区走向封闭化，人员流动受限的情况下，社区的网格服

务功能瞬间实现了升级，承担起向网格内困境群体提供服务的任务。（4）超级网格的调整转换。通过对抗

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

 

①《天津社区今年配齐“网格员”全面推动“三社联动”》，《每日新报》2014 年 1 月 15 日。

②魏礼群主编：《中国改革与发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426 页。

③田毅鹏：《治理视域下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社会科学辑刊》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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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疫情时期网格化管理形态转换的分析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网格化治理既具有危机到来时的“升级功

能”，同时还能在危机缓解时及时启动超级网格的“还原功能”，网格治理的此种形态转换功能的形成，

标志着网格化治理模式的升级和成熟。 

 （四）以社会性的“补网行动”增强网格化的覆盖性
如前所述，从表面上看，网格化管理最为突出的优势和特点在于其基于纵向行政科层力量下沉而带来

的管控性和覆盖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体系不可能仅凭行政刚性调控力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即

使是单位制时期依托于“国家−单位−个人”体系建立起来的纵向调控体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单位外空

间。因此，可以说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完全覆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皇权止于郡县”背景下行政权

与以地方绅权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业已形成了一种基层社会柔性调控的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因此，依托于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自治组织间密切衔接而建构起来的社区“社

会性”的补网行动，会较大程度地实现网格化管理的覆盖性。

伴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通过网格化建设中的补网行动，对网格化管理进行

改革创新。值得注意的是，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之下的网格化治理改革，其直接目标是要增强网格的覆盖

性。因为网格最为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其所具有的覆盖性。如果网格失去了覆盖性，便失去了其应有的价

值。在增强网格覆盖性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长春市近期开展的三长联动机制构建活动最具有代表性。

所谓“三长制”，主要是指在社区网格管理体系中，除了网格长之外，还在社区小区楼道范围内，充分发

动居民的社会参与，通过公推或遴选，建立起以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为代表的社区网格的末梢组织和

行动系统。

 “三长制”的实施，对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升级和转换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1）依托于网格管理

系统，推动基层治理力量向网格、楼栋、单元延伸。长春市颁布的《关于在全市社区建立“三长”联动机

制 提升基层防控和治理能力的实施意见》提出：“以社区为主体，综合管理内容、居民结构等因素，按照

400~700 户标准，科学划分网格，实行党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多网合一，按照‘一格多员’原则，

统筹辖区民警、公益岗和水电热气等公用事业单位力量下社区、进网格。在网格内全面配备楼栋长和单元

长，构建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网格−楼栋−单元分级负责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推动基层治理力量向

网格、楼栋、单元延伸。”①同时通过健全三长联动机制，强化基层治理的效能。（2）就“三长制”实施

后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升级而言，在中国城市社区设置规模普遍较大的情况下，通过设立楼栋长和单元长，

使得社区网格化管理长期以来存在的未真实落地等漏点得到及时的补全。（3）进一步发掘和调动了网格体

系内居民参与的力量。就网格化管理体系的性质而言，无论是通过聘任而上岗的网格长，还是由居委会两

委班子成员出任的网格长，基本上属于社区体制内身份，而通过“三长制”参与到网格体系中的网格长以

下的楼栋长和单元长基本是属于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三长制”的实施不仅延伸了

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空间，增加了参与主体，同时也极大地发挥了网格管理体系内居民参与的力度，增强了

网格化管理体系中的“社会性”，丰富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社区民主参与的形式。 

三、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单位体制发生剧烈变迁的背景之下，中国社会的基

础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变动在于，计划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复合型的单

位组织开始走向消解和转换。频繁的社会流动、自由职业者的出现，以及居住空间商品化等，都使得城市

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个体化发展态势。在体制转换的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新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问题的关

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开启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网格化管理模式也由此发

端，并逐步走向深化。上文围绕着网格化管理形态的多阶段转换展开了初步的探讨，研究发现，网格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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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在全市社区建立“三长”联动机制 提升基层防控和治理能力的实施意见》，《长春日报》2020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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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形态转换的过程，同时也是基层治理不断改革调适，走向升级的过程。 

 （一）地方社会治理创新经验的理论提炼
就网格化管理形态转换的过程而言，其发展升级与一些地方政府展开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密不可

分。如前所述，网格化管理模式起源于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化，城市大型活动以及应对疫情危机的挑战

等，故其初始阶段自然带有较强的管控色彩。但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展开积极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活

动，对网格化管理模式逐渐进行改革调适，将社会服务、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柔性治理的社会元素吸纳到

网格管理的体系之中，使得网格化管理模式不断改变其存在形态，其管理效能也日趋强大。尤其是到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提出基层社会治理应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

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这实际上是对舟山经验的肯定，为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的转向作出了原则

性的指导和理论判断，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认识。此后，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提出：“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

重心向基层下移。”①2019 年和 2020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对网格化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构建网格化管

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

治理现代化。”②通过上述政策措施的推动，网格化开始越来越呈现出治理的色彩，由此，网格化已经被

纳入社会治理的体系之中，走向平台化，成为社会治理理论和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在“共”的逻辑作用下社区网格化管理日趋“平台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最大的转型便是由管理向治理的转换。很显然，这

一复杂的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向是在“共建共治共享”这一社会治理原则的指导下展开的。在治理的理念

和发展路径下，网格化治理不再是政府单一科层行政力量直线下沉即可完成的，而是以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为前提，强调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努力将“共”的因素带入到网格治理的总

体进程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在这一意义上，如何将“共”的力

量和“共”的逻辑内化到网格化治理的整体进程之中，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升级的难题和关键。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指导下，素来以纵向力量下沉管控和覆盖性为特征的网格化管理逐渐开始

呈现出平台化的发展态势。这里所说的“平台化”，主要是指网格化管理系统不再是一个封闭单一的纵向

管理和管控系统，而是逐渐演变成社区内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平台，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

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志愿者，都被纳入到平台中并扮演特定的角色。正如浙

江台州路桥区网格化管理经验所显示的：该地的网格化治理实践“已经不仅仅表现出管制的逻辑，而是在

行政主导下的双重嵌入、在社会自治下的空间拓展中逐渐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逻辑，政府

与社会之间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在网格中实现了管理、服务的供给以及权利诉求的反馈”。③由此，治理

视域下的网格化管理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纵向力量作用的过程，而是逐渐演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开放平

台，实现了由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升级。 

 （三）网格化治理还是网络化治理？
在由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由网格化管理转向网络化治理的观点。一段

时间以来，学术界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比较热烈的讨论。应该看到，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到网格化管理

是否需要升级，以何种形式升级等重要问题。在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以“网络化”替代“网格化”，实现

基层社会治理的升级，认为“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形态−网络化治理，是将传统的政府管理适应当前以及

未来社会治理的新形势的要求而形成的治理新形态。在网络化治理形态下，社会治理主体是多元的，治理

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

 

①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8 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61 页。

③陶建钟、李悟、曹慧：《双向互动：基层网格化管理的逻辑 转向与反思−以台州市路桥区网格化管理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

报》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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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发掘是内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断融合的，政府的形态与职能、政府机构人员的技术都发生

了转变”。①众所周知，网络化治理概念来源于国外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其核心诉求在于强调“政府的工

作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雇员，而是更多地依赖各种伙伴关系、协议和同盟所组成的网络，其主要特征是

深深地依赖伙伴关系，平衡各种非政府组织以提高公共价值的哲学理念，以及种类繁多，创新的商业关系”。②

毫无疑问，新公共管理理论关于网络化治理的界定，对于我们研究当下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具有重要

的启示。但是，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是否应推进从网格化到网络化的转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从−到”研究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使用此种模式时应该持非常谨慎的态

度。因为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使得任何意义上的变动和转换往往都呈现出新旧杂陈，“剪不断，理还乱”的

复杂局面。很难用“从−到”模式泾渭分明地说清楚。具体到本文的分析论域，在基层社会治理推进的过

程中，网格化实际上业已经历了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走向“网络化”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赋

予网格化模式以网络化的一些重要元素和特点，那么，就不需要再另起炉灶，重新走一遍从“网格化”到

 “网络化”这一转变过程了。因为与网格化管理不同，带有治理特质的网格化治理实际上已开辟出一种新

的带有平台化特点的治理形态。早在网格化管理发轫之初，便有学者提出，网格化管理“尽管带有浓厚的

中国色彩，但它是继‘无缝隙政府’模式后在政府管理流程上的一个重大变革和突破。它经历了一个从着

眼于管理走向管理和服务并重的过程（或者说经历了一个北京模式到舟山模式的发展过程），通过网格进

行全方位的管理和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并以此来提高服务的质量”。③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对网格化

管理多重形态变化展开深入持续的分析研究，便可在深度理解网格化管理变动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发

展和升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工业社会学视阈下东北工业基地的形成及变迁研究”（18ASH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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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and the Upgrad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IAN Yipeng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is mostly regarded as a grassroots management

model  with  strong  rigid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cy  and  extends  to  the

community, with the goal of manag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In this perspective, the direct consequences of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administrativeization  of  community  and  the  fossi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But  in  fact,  a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grassroots  management,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is  not  a  closed  and unchanging  model  or  system.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th century,  griddization has continuously absorbed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of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on “group service” , “ three  social  organizations  linkage” (“三社联动” ) and “three  heads  system” (“三长

制”), and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ple forms of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Different from

the initial emphasis 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practitioners of community grid governance strive to

incorporate  flexible  governance  elements  such  as  social  services,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workers

into  the  grid  system,  making  the  exist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riddization  change  fundamentally.  As  a

resul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has been fully developed and upgrad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nagement to governance has been realized.

Key words:  community grid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of forms, community grid governance, upgrade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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